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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
——基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的双重视角

李    彬,  姚    瑶,  李海霞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本文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结果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且这一结论在运用2SLS、IV-GMM、

Confound、Fama-Macbeth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强

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

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所处地区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

解答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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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不断开创新时代基层党建新局面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建

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而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推动基层党建

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阵地。“党建强，企业兴”，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仅有利于培育企业竞争优

势，更是打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

关注。在国企党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国有企业落实落地，必须从基

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突出党支部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生

机活力”，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在非公企业党建方面，《中国共产

党章程》和《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应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进入民营企业。《关于加强和

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更是突出了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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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实践价值。截至2021年6月，党内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企业基层党组织151.3万个，占现

有全部基层党组织的31.1%，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我国企业不可或缺且极

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决策。

然而，以往学者在研究政企关系时多从政府支持、行政干预等政府行为以及高管的政治关

联入手（王文甫等，2014；An等，2016；周开国等，2016），对党组织的影响关注不足。与政府从外

部发挥治理作用不同，党组织扎根企业内部，嵌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仅是落实

党政决策的基层组织，更是参与企业治理的内部机构，其对企业的影响是由内而生的。近年来，

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党组织的微观经济后果，探究了党

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绩效、企业融资、风险承担、盈余管理、董事会决策等因素的影响（李明辉

和程海艳，2021；柳学信等，2020；郑登津等，2020；陈其安和唐书香，2022）。但是，基层党组织建

设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则鲜少有人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动力引擎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与首要抓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成为学术

界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探究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外部因素，

但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否影响企业创新尚不明确。从理论上说，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和

内部人的重要制衡力量，党组织能够通过发挥政治引领、沟通交流和监督建议等职能抑制管理

者的非理性行为，改善内部治理，推动企业创新；作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党组织能够向市场传

递企业经营更加规范、决策更加合理的利好信号，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通过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党组织建设能否发挥实质性的创新推动作用还要

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研究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推动企业创新，不仅有利于补充已

有研究的不足，还将对深入理解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和角色定位，探寻企业创新激励渠

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2008—2020年全部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公司主页、百度网页和

百度指数中与党组织活动有关的新闻信息，采用文本挖掘和手工整理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党组

织建设数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

推动了企业创新，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

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

明，总体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

发现，更小的财政压力、更低的融资约束和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创

新推动作用的发挥。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基层党组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

治理机构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基层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系统逻辑框架，丰富并拓展了

基层党组织建设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不同于已有文献从治理嵌入

的传统视角展开研究，本文立足内部治理嵌入和外部投资者关注双重视角，聚焦基层党组织的

信号传递功能，考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和路径，为洞悉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

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基于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的经验证据。第三，随着当前基层党组织的

广泛建立和基层党建步伐的不断加快，已有的党组织治理嵌入相关代理变量在捕捉基层党组

织建设活跃度和积极性方面略显不足。本文进一步基于Python网页和文本分析技术获取百度

搜索指数，构建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指标，对已有的党组织嵌入治理度量方式进行了扩展和补

充，为从党组织吸引力视角验证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数理支持。第四，在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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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文肯定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效果，不仅为基层党组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职责

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为企业利用党建红利充分挖掘创新潜力提供了启示，还对

党建部门进行前瞻性的党建规划、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助力国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政企关系作为深入了解政府经济职能发挥、精准解读企业行为选择的重要切入点，一直以

来吸引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政企关系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府视角出发，

探讨政治关联、行政介入、政府激励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周开国等，

2016；Chen等，2020；罗连发等，2021）。另一类则是聚焦于政党层面，探索其对企业行为决策的

影响（Bhandari和Golden，2021）。在我国的政治制度背景之下，党对企业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

刻。已有文献重点关注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部分研

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利于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减少企业违规行

为、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等（马连福等，2013；郑登津等，2020；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为肯定党

组织治理参与成效提供了证据支持。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也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将提高企

业政治成本、增加冗余雇员规模、影响企业运营效率、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等（雷海民等，2012；
Chang和Wong，2014；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党组

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经济后果值得进一步探究。

如何推动企业创新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创新固有的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

风险高和信息不对称等特点，直接决定了融资和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关键性作用（张璇等，2017；
卢现祥和李磊，2021）。在此基础上，已有文献进一步从高管特质、市场环境、政府扶持等角度探

究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虞义华等，2018；张栋等，2021；Contreras等，2021）。然而，党组织建

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被充分讨论。相比政府从外部进行治理和干预，企业党组织扎根企业

内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紧密融合。一方面，其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形式，能够利用天

然的组织优势架起政府、上级党组织与企业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帮助企业争取政策优惠、

解决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党组织嵌入有利于激活和调动组织能动性，通过宣传党的重要理念

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提高企业高管和员工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服务意识，并通过参与重大事

项决策等方式优化企业治理。那么，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别从内部治理和外部关注视角论证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理

论框架如图1所示）。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党组织活动数量

党组织影响力指数

政治引领

沟通交流

监督规范

信号传递

内部人制衡

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

“红色引擎”
企
业
创
新

投资者关注

带动创新

声誉效应

参与决策 企业内部

特质激活

企业外部

目标一致

 
图 1    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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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治理嵌入视角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严重

的“认知偏差”和“目标偏差”，管理者往往出于提升职业威望和地位、获取公司权力、构建个人

帝国等利己主义动机，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从事种种自利行为和非理性行为（Richardson，
2006；胡楠等，2021），深刻制约着企业创新。首先，在创新决策上，过度风险规避和短视的管理

者缺乏承担创新战略的内在积极性，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和潜在损失，保持较高的投资成功率和

短期回报率，更倾向于放弃净现值大于零的高风险创新投资（冯根福和温军，2008；胡楠等，

2021），从而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项目较少和创新投入偏低等问题。其次，在创新过程中，利

己主义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将精力放在能为自身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上，在管理创新项目

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惰怠心理，不愿意学习和掌握开发新产品所需的新管理技术和能力

（Wright等，1996），甚至利用其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缺陷，占用项目资金或提高在

职消费，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效率，降低创新产出。再次，在创新资源上，非理性的管理者可能会

为了获得市场认同而盲目追捧热门项目，进行过度投资，或者通过资金占用、在职消费、关联交

易等方式攫取企业资源，最大化自身收益（Richardson，2006），导致企业内部资源的浪费和损

耗，从而挤出企业创新。内部人利己主义和非理性行为无疑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门槛”和
“瓶颈”。

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沟通交流和监督规范作用，强化其治

理效能，促使其更为有效的抑制管理者利己主义动机，减少其自利和非理性行为，激发和提高

其创新积极性，进而推动企业创新。首先，从政治引领作用看，通过搭建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

设和交流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党员活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发挥组织宣传、教育培训、联系服务和

协调指导等职能，积极引导内部人员提升自身政治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呼吁

企业塑造创新驱动价值观，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创新文化氛围。根据交互心理学和特质激活理

论的观点，潜藏于个体内部的特质在合适的情境下将被激活（Tett和Guterman，2000）。已有研

究也发现，政治环境和政治自觉将激活个体的印象管理动机，促使其积极营造好印象，避免坏

印象（Halbesleben等，2010）。同时，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和洞察力对企

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党组织的影响下，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将发生潜移

默化的改变。一方面，管理者的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得到强化，利己主义

和非理性行为倾向得到缓解和抑制，从而减少企业内部有限资源的浪费和损耗，增加企业可用

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源。另一方面，管理者将更深入地了解创新对于推进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其创新意愿和内在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从而缓解因过度规避风险和短视

主义而导致的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

其次，从沟通交流作用看，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宗旨之一便是维护股东、管理层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均衡。《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

非公企业中的党组织要“畅通和拓展表达渠道，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召开

党员座谈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充当企业股东和管理层的沟通中介，在存在利益争议和冲突

时承担平衡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提升两者目标函数的一致性，缓解两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

减少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利和非理性行为倾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改善，提高

企业创新产出。

最后，从监督规范作用看，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人事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

公司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企业在执行包括创新投资在内的重大决策时，需在党组织的参与下进

行集中讨论和民主决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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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通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发挥监督和建

议职能，基层党组织充分融入公司治理环节，成为扎根企业内部的一股强大纪检监察力量，及

时识别、引导、规范和抑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柳学信等，2020；郑登津等，2020），从而减少因

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过大和追求私有收益而进行的过度投资、高额在职消费等攫取企业资源的

行为（陈其安和唐书香，2022），减少其对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占，推动企业创新。

（二）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

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发挥信号传递作用吸引外部投资者关注，进而促进企业

创新。信号传递理论指出，向外界传递信号是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且利好信

号的传递将导致正面的市场反应。从工作目标上看，党组织作为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有着

非常严格的组织规范和纪律要求，更能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出发监督企业合理、合法、合规经营，

保障股东、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从声誉上看，优秀党员

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广为报道、口耳相传，民众对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认识、坚定的

信任和崇高的期待。根据声誉理论，集体声誉是一种稀缺的、不可模仿的资源，在市场中可以作

为一种明确的信号，来影响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司的态度和行为（Fombrun，1996）。
因此，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向外界传递出企业经营更加规范、内部治理更为完善、决策制定更

加合理、社会责任承担更加积极的信号，发挥“广告效应”，改善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从而吸引更

多的投资者关注。

进一步地，投资者关注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激励企业创新。一方面，外源融资困难是当前

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则是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投资者对

企业关注度的提高是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更高的投资者关注能够

为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机会和融资机会，帮助打开企业销售渠道和外源融资渠道，提高其短期

市场收益并降低融资成本（Lou，2014；邱静和杨妮，2021），通过增加企业收入和扩充外源融资

的方式，为具有高度资源依赖性的创新活动提供更为充裕的资金储备，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

面，投资者关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已被学术界广泛讨论（余威和宁博，2018）。
更高的投资者关注有助于强化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提高管理者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的

利己主义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犯错成本（张淑惠等，2020），从而迫使公司管理层谨慎进行决

策，抑制其非理性行为倾向，缓解其因过度规避风险导致的创新投资不足，以及为了获取私有

收益而进行的过度投资或资金占用行为，通过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推动企业创新。此外，关注企

业党建的投资者往往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行为具有更高

的期待和要求，这种外部压力有助于抑制企业内部人员角色内工作中存在的消极、懈怠和非理

性现象，提高其创新意愿和创新的内在积极性，通过完善创新流程、改善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

业创新（孔东民等，201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企业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旧处于在探索中前

进的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从实质上推动企业创新还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认识的限

制。首先，由于非公企业党建起步相对较晚，在无法得到出资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党

建的经费筹集和保障仍存在困难（郑登津等，2020）。其次，企业员工对党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尚缺乏认知，对党组织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部分企业只是为了符

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了党组织，仅仅把党组织作为获取政治资源和经

济资源的手段（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导致党组织建设成为“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这些

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双重缺位使得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进而无法从实质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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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业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待验证假设如下：

假设：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推动企业创新。

 三、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度量

借鉴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党组织活动情况，从活跃度和积极性视角度量基层

党组织建设（PartyAC），具体方式如下：（1）从过程上看，企业党组织建设越积极，越倾向于开展

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因此采用企业当年党组织活动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度量（PartyAC1）。
（2）从效果上看，更加活跃和积极的党组织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采用党组织影响力加1的
自然对数进行度量（PartyAC2）。其中，党组织影响力采用该公司党员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年

度日均值度量，反映了互联网用户对该公司党组织信息的搜索关注程度及持续变化情况。

2.企业创新的度量

借鉴张栋等（2021）的研究，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度量企业创新（INN）：（1）创
新投入强度（INNI），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度量。（2）创新产出（INNO），采用当

年申请的三种类型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之和加1取自然

对数度量。本文采用申请的专利数量而非实际授权的专利数量度量创新产出，其合理性在于虽

然专利尚未被授权，但专利申请意味着研发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且这一成果的取得与前

期的研发投入息息相关。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Chang等，2015；张栋等，2021），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成长能力（GRO），

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度量；（2）经营能力（OPE），采用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

值）度量；（3）公司规模（SIZE），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4）偿债能力（LEV），采用负债总

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5）盈利能力（ROA），采用总资产净收益率（净利润与期初总资产的

比值）度量；（6）产权性质（SOE），采用虚拟变量度量，国有企业取值为1，反之为0；（7）企业年龄

（AGE），采用企业的上市年龄度量；（8）股权集中度（OWN），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度量；

（9）独立董事占比（DDR），采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度量；（10）兼任状况

（DUA），采用虚拟变量度量，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为0；（11）董事会

规模（BSIZE），采用董事总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12）高管激励（ESR），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度

量。此外，控制行业和年度因素。

4.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模型

借鉴Chang等（2015）、郑登津等（2019）、张栋等（2021）的研究，构建模型（1）检验基层党组

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INNI（INNO）it =α0+α1PartyACit +α2GROit +α3OPEit +α4S IZEit +α5LEVit

+α6PROit +α7S OEit +α8AGEit +α9OWNit +α10DDRit

+α11DUAit +α12BS IZEit +α13ES Rit + Industryi+Yeart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INN），包括创新投入（INNI）和创新产出（INNO）两种度量。由于

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创新产出的度量，不存在因为授权过程导致的延期和时滞，因此并

未对专利申请数量做滞后几期处理。解释变量为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包括党组织活动

次数（PartyAC1）和党组织影响力（PartyAC2）两种度量。ε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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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为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1和PartyAC2）的回归系数，如果α1显著为正，则表明积极的党组

织建设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假设得到验证。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2008—2020年全部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基层党组织活动数据采用

文本挖掘和手工整理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与党组织活动有关的检索词，

包括党、党员、党组、党支部、党建、党委；（2）在公司主页、新闻中心和百度网页中爬取包含上述

检索词的全部新闻信息，并通过手工筛选取得党组织活动数据；（3）以“公司简称+检索词”的方

式在百度搜索指数中检索，爬取每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年度均值作为党组织活动影响力

的度量。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和锐

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本文按照如下程序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

公司样本；（2）剔除主营业务收入为负或者为零、所有者权益为负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的

样本。最终得到31 38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实证分析软件是STATA15。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

1%和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四、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创新投入（INNI）的均值和最大值表明，平均而言样本

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662%，但是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创新产出

（INNO）的均值表明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但是存在部分企业研发积极性较

高，专利申请数量大。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的均值①和最大值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党

组织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党组织积极性较高。党组织影响力（PartyAC2）的均值和标

准差表明，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企业党组织关注度和影响力较

高，但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郑登津等，

2020；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

产出显著正相关，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25分位数 中值 75分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INNI 31 386 2.662 0 1.930 4.190 0 13.180 3.042
INNO 31 386 0.468 0 0 0 0 5.472 1.262

PartyAC1 31 386 0.211 0 0 0 0 3.091 0.572
PartyAC2 31 386 5.804 6.658 7.169 7.424 0 8.581 2.942

GRO 31 386 0.187 −0.037 0.101 0.267 −0.652 3.868 0.542
OPE 31 386 0.662 0.359 0.555 0.823 0.053 2.703 0.465
SIZE 31 386 22.093 21.172 21.943 22.855 19.238 26.038 1.314
LEV 31 386 0.455 0.286 0.446 0.611 0.059 1.037 0.216
ROA 31 386 0.044 0.013 0.039 0.076 −0.263 0.343 0.079
SOE 31 386 0.556 0 1 1 0 1 0.497
AGE 31 386 10.99 4.756 10.06 16.545 0.959 26.444 6.948
OWN 31 386 0.345 0.227 0.323 0.448 0.086 0.743 0.149
DDR 31 386 0.374 0.333 0.333 0.429 0.3 0.571 0.054
DUA 31 386 0.248 0 0 0 0 1 0.432

 

 ①本文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的均值为0.211，小于郑登津等（2020）的统计结果（0.453），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对党组织活动的界定
更为严格，一方面未将共青团和工会活动包含在内，另一方面仅包含企业自身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企业外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并未包含在
内。此外，由于数据收集方法的特殊性，本文中党组织活动尤指在上市公司主页、新闻中心和百度网页中公开发布和报道的企业党组织活动，
线下开展的且未被公开报道的党组织活动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暂未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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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对企

业创新（INN）的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模型

（1）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推动企业创

新。为了提高模型稳健性，在公司层面进行

了聚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和第

（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投入（INNI），基
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1和PartyAC2）的回

归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投入

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党组织建设越

积极，越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第（3）
列和第（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产出

（INNO），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层党组织建

设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产出。以上结

果从经济意义角度来看仍然成立。以第

（1）列和第（2）列为例，党组织活动数量

（PartyAC1）每增加一个单位，研发投入占

比则增加0.115，相对于INNI的均值增加

了4.32%（0.115/2.662），解释了3.78%
（0.115/3.042）的标准差；党组织影响力

（PartyAC2）每增加一个单位，研发投入占

比则增加0.096，相对于均值增加了3.61%，

解释了3.16%的标准差。以上结果共同表

明，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

假设H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1.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
考虑到党组织建设更加积极的企业可

能本身具有更加活跃的文化氛围和更加激

进的战略决策，从而更倾向于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上述内生
性隐患。借鉴郑登津等（2019）的研究，采用（子公司+母公司所在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
总数）/（子公司数+母公司数）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立能够发挥
示范和引导作用，提高当地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
爱国主义示范基地的建立是一个外生事件，并不受个别企业决策的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
性要求。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和第（2）列（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所在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IV）与基层党组
织建设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一阶段回归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最小特征统计量
均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第（3）列到第（6）列（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
党组织建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与主回归结论一致。

 

表 2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主检验

变量
（1） （2） （3） （4）

INNI INNO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
0.115** 0.096*** 0.070*** 0.014**

（2.354） （5.022） （2.878） （2.257）

GRO −0.028 −0.016 −0.027** −0.027**

（−1.030） （−0.601） （−2.159） （−2.138）

OPE
−0.995*** −1.019*** 0.056* 0.053*

（−16.398） （−16.825） （1.907） （1.799）

SIZE 0.024 0.010 0.119*** 0.123***

（0.896） （0.391） （8.804） （9.177）

LEV
−1.574*** −1.455*** −0.091 −0.079
（−9.950） （−9.302） （−1.505） （−1.287）

ROA
0.783** 0.660* 0.202 0.191
（2.272） （1.919） （1.472） （1.387）

SOE
−0.157* −0.163* 0.015 0.019
（−1.853） （−1.930） （0.410） （0.523）

AGE
−0.084*** −0.081*** −0.009*** −0.008***

（−14.795） （−14.364） （−3.456） （−3.232）

OWN
−0.933*** −0.933*** −0.104 −0.097
（−4.545） （−4.549） （−1.188） （−1.115）

DDR −0.289 −0.265 −0.286 −0.265
（−0.528） （−0.486） （−1.041） （−0.968）

DUA 0.025 0.030 0.004 0.005
（0.392） （0.466） （0.157） （0.178）

BSIZE −0.207 −0.195 −0.090 −0.085
（−1.252） （−1.191） （−1.252） （−1.182）

ESR
1.854*** 1.812*** −0.023 −0.034
（6.188） （6.055） （−0.192） （−0.278）

常数项
1.793*** 2.017*** −2.065*** −2.181***
（2.693） （3.089） （−6.231） （−6.707）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adj.R2 0.433 0.435 0.056 0.056

　　注：（1）回归分析在公司层面进行了Cluster处
理，并经过White异方差修正；（2）括号内为t值，***、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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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IV-GMM方法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Meng等，2020），采用IV-GMM估计方法，

选取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以及全部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基层党组织建

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再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基层党组织建设

（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使用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缓

解内生性后，基层党组织建设仍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3.混淆变量的影响

遗漏变量偏差是影响因果推断的关键问题。参考已有研究（Larcker和Rusticus，2010），本
文计算了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ITCV），即要使得因果推断无效，被遗漏的混淆变量对

解释变量（PartyAC）和被解释变量（INN）的影响需要达到的阈值。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

备索），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为0.0151，意味着要使得因果推断无效，混淆变量对解释变

量（PartyAC1）和被解释变量（INNI）的影响需分别达到0.123。另外，可观测控制变量的影响最

大值为0.0041，明显小于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0.0151，即相对于这些可观测变量，被遗漏

的混淆变量必须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有更强的相关性才能使因果推断无效。鉴于我们已

经在模型中尽可能加入了对企业创新有较强影响的变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使推断无效的被

遗漏的混淆变量。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因果推断具有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回归模型

（1）Tobit回归分析。考虑到企业创新为受限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并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处理。回归结果再次支持了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效应。

（2）Fama-Macbeth回归分析。在静态面板环境下，OLS估计方法在处理误差项截面相关方面存

在不足，因此，借鉴已有研究（Khedmati等，2020），使用Fama-Macbeth两步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

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再估计，其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①。

2.基于Bootstrap抽样的回归分析

为了缓解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零值较多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影响，本部分进一步

 

表 3    内生性检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变量
（1） （2） （3） （4） （5） （6）

PartyAC1 PartyAC2 INNI INNO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IV
0.008*** 0.017***

（4.765） （4.856）

PartyAC
6.706*** 3.025*** 1.448*** 0.653***

（4.155） （4.222） （3.165） （3.0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812*** −5.658*** 20.544*** 18.805*** 1.857 1.481
（−14.873） （−9.035） （4.474） （4.090） （1.436） （1.141）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Partial R2 0.0045 0.0025
第一阶段F值 22.698*** 23.571***

最小特征统计量 138.257 55.138

 ①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回归结果均未在文中呈现，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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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ootstrap抽样方法，分别在有放回随机抽样500次、1 000次和2 000次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

析。回归结果再次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显著的创新推动效应。

3.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创新的替代度量

借鉴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分别采用如下虚拟变量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替代度量：

（1）如果企业当年党组织活动次数大于1，则DPartyAC1取值为1，否则为0；（2）如果党组织影响

力大于1，则DPartyAC2取值为1，否则为0。
此外，考虑到党组织的引导、治理和信号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且从研发成果完成

到专利申请也可能存在时滞，进一步采用t+1期的企业创新投入（FINNI）和创新产出（FINNO）

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还选取其他企业创新的替代度量如下：（1）分别采用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研发投入金额占总资产的比值重新度量企业创新投入（INNI2和INNI3）；（2）采用当年获得授权

的专利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创新产出（INNO2）；（3）进一步采用t+1期的研发人员占比

（FINNI2）、研发投入金额占总资产的比值（FINNI3）和专利授权数量（FINNO2）作为企业创新

的替代度量进行重新回归。上述回归结果均与主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

稳健性。

4.剔除央企和集团企业样本

本部分进一步考虑央企和集团企业的影响。首先，与一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央企

往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企业内不仅设有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层党组织，还可能设有党组织派出的领导机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

次，相比非集团企业①，集团企业往往拥有多个控股子公司和更大的经营规模，基层党建工作

的开展更易受到集团层面党组织和集团内其他上市公司党组织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央企和

集团企业对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进一步剔除央企和属于同一集团企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基

于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  机制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1.基层党组织建设与非理性行为

立足内部治理嵌入视角，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抑制管

理者的自利和非理性行为，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我们采用非效率投资（AINE）作为管理者非理

性行为的代理变量（Richardson，2006；李永壮，2014），其估计模型如下：

INVit =β0+β1T Qit−1+β2LEVit−1+β3CAS Hit−1+β4AGEit−1+β5S IZEit−1

+β6EPS it−1+β7INVit−1+Yeart + Industryi+εit
（2）

其中，INV为企业投资，采用资本性支出、并购支出和研发支出之和减去资产清理收益度量；

TQ是投资机会，用托宾Q值度量；LEV为资本结构，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

CASH为现金持有，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度量；EPS为每股收益。本文

对模型（2）进行OLS回归，用回归残差的绝对值衡量企业投资非效率程度（AINE），更低的投资

非效率程度意味着管理者具有更低的非理性行为倾向。

其次，我们按照以下步骤对非理性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第一，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

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主回归）；第二，基于模型（3）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中介变量的关系；

 ①由于学术界尚未对集团的定义达成一致，参考已有文献（李彬等，2022），本文将集团企业定义为有两家以上上市公司被同一主体控制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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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于模型（4）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介变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若系数γ1和λ2均显

著，表明非理性行为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AINEit = γ0+γ1PartyACit +γ jControl jit +εit （3）

INNit = λ0+λ1PartyACit +λ2AINEit +λ jControl jit + νit （4）

其中，INN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PartyAC为解释变量基层党组织建设，AINE为中介变量投资

非效率程度，Control为控制变量。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与投

资非效率程度（AINE）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基于模型（4）的回

归结果。其中，中介变量投资非效率程度（AINE）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

投资非效率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以上结果共同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抑制管

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第（3）列到第（6）列中Sobel Z统计量基本在10%或

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表明非理性行为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表 4    机制检验：非理性行为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AINE INNI INNO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
−0.001* −0.001*** 0.115** 0.095*** 0.069*** 0.014**

（−1.691） （−3.147） （2.347） （4.989） （2.869） （2.181）

AINE
−0.990*** −0.916*** −0.570*** −0.562***

（−3.304） （−3.086） （−3.721） （−3.6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09*** 0.108*** 1.904*** 2.116*** −2.002*** −2.120***
（10.738） （10.866） （2.856） （3.237） （−6.024） （−6.507）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adj.R2 0.130 0.133 0.433 0.436 0.057 0.056

Sobel Z 1.649* 2.803*** 1.590 3.045***
 

2.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投资者关注

立足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向外界传

递出更多企业相关的正面信息，从而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推动企业创新。为了验证这一影响机

制，本文采用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①，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模型（3）和模型（4））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

党组织建设（PartyAC）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关注（Analyst）。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企业创新

（INN）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分析师关注的回归结果。其中，Analyst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10%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更高的分析师关注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以上回归结果共同

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促进企业创新。第（3）列至第（6）列的Sobel
Z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表明投资者关注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党组织治理强度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在党组织治

理强度上，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具有最终控制权，且国有企业高管同时担任党内职

 ①证券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一定的权威性，其搜集整合的资料是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重要途
径，在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引导非专业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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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更容易受到党组织的制衡和约束（钱颖一，1995）。为了争取政治晋升或者避免惩罚性免职，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能够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约束自身利己主义和非理性倾向。其次，在资源

获取上，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更容易凭借其规模优势、垄断优势和政策优势

获取充足的资源用于企业创新。因此，相比本身具有党组织治理和资源获取优势的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加强烈。我们采用分样本回归验

证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

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强烈。党组织影响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

更加强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国家信誉的担保和支持下，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大的期望和声

誉压力（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相比非国有企业，更高的党组织影响力和投资者关注将促使

国有企业出于维护国家声誉、展现自身经济优势等动机，更加积极地提高创新产出。
 
 

表 5    机制检验：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Analyst INNI INNO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
2.168*** 0.457*** 0.098** 0.093*** 0.068*** 0.014**

（3.392） （3.071） （2.010） （4.795） （2.791） （2.192）

Analyst
0.008*** 0.008*** 0.001* 0.001*

（7.227） （7.166） （1.846） （1.9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03.848*** −207.396*** 3.420*** 3.658*** −1.881*** −1.986***
（−23.413） （−23.759） （5.050） （5.525） （−5.387） （−5.780）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adj.R2 0.311 0.310 0.437 0.439 0.057 0.056

Sobel Z 6.982*** 4.668*** 3.067*** 2.832***
 

（三）进一步分析

1.财政压力的影响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和政治资源观，政府支持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基层党组织可以凭借

自身天然的组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验优势，提高企业获取政治资源的能力（何轩和马骏，

2018）。但是，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财政压力限制了其能够获得的补贴和优惠的数量。在财政压力

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更易帮助企业争取政治资源，从而对企业创新发挥明显的推动作

用。反之，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政府亟须增加财政收入、消减财政支出，企业党组织获取

政治资源的难度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减弱。因此，本文将财政压力（FP）、财政压力与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P×PartyAC）引入模型（1），考察财政压力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

业创新关系的影响。其中，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的财政压力（FP）为一般预算支出与一般预

算收入的差值比上一般预算收入。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到第（4）列中地方政府财政压

力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P×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

明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该结论也

为证明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政治资源获取效应提供了间接证据。

2.融资约束的影响

无论是企业研发投入还是创新产出，均高度依赖于充足的资金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对于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即使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发挥引领和治理作用提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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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积极性，但有限的内外源融资仍可能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反之，在低

融资约束的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更易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因

此，我们预期融资约束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为了验证这一

假设，本文将融资约束（KZ）以及融资约束和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KZ×PartyAC）引入模型

（1）。融资约束采用KZ指数度量（Meng等，2020）①，KZ指数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强。回归

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融资约束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KZ×PartyAC）均显

著为负，表明融资约束负向调节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表 6    财政压力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INNI INNO
PartyAC1 PartyAC2 PartyAC1 PartyAC2

FP×PartyAC
−0.200*** −0.023** −0.076** −0.008**

（−2.716） （−2.396） （−2.413） （−2.091）

PartyAC
0.230*** 0.109*** 0.113*** 0.019***

（3.261） （5.568） （3.343） （2.718）

FP
−0.198*** −0.101 −0.076*** −0.045**

（−3.809） （−1.497） （−4.356） （−1.9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87*** 2.296*** −1.915*** −2.070***
（3.291） （3.515） （−5.805） （−6.389）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 386 31 386 31 386 31 386
adj.R2 0.437 0.439 0.060 0.059

 

3.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需要有效的融资体系支持。金融科技通过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和

丰裕的可融资金有效推进了企业研发创新（李春涛等，2020）。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环境

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信号传递作用得到强化，更易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发展利好的信息，从而

吸引大量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相反，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积极的党组织建设对

外部投资者的影响有限，无法充分借助金融科技将潜在机会转化为外部支持。因此，我们预期

金融科技发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

们借鉴宋敏等（2021）的研究，采用上市公司所在地级市金融科技公司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度量

金融科技发展（FIN），并将金融科技发展（FIN）以及金融科技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

（FIN×PartyAC）引入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金融科技发展

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IN×PartyAC）大部分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预期

一致，总体上支持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正向调节效应。

 六、  结论及启示

随着十九大以来基层党建工作的快速开展和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公司治理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企业党组织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引领政治方向、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多重任务，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决策，而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得到学者的充分关

注。本文采用2008年至2020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

 ①KZ=−1.002×CF−39.368×DIV−1.315×CASH+3.139×LEV。其中，CF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DIV为股利支付
水平与总资产的比值，CAS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LEV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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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创

新，且这一关系在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

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我们还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

和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启示和建议：（1）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基层

党组织建设对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基层党建工作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

持；同时应主动强化基层党建的保障工作，推进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的深入互

动和紧密融合，在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下进一步挖掘创新潜能。（2）对于企业基层党组织而言，

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建设的积极性和活跃性，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党建活动塑造企业“创新为

先、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党务管理能

力和治理效能；此外，应当不断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强化企业高管、内部人员、外部投资者、政

府和上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多维联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3）对于

规划全局的党建工作部门而言，应在认识和把握基层党组织创新推动作用的基础上，做好系统

梳理和总体谋篇，通过多种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巩固和夯实基层党

组织的群众基础，进一步激活基层党组织的信号传递功能，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外部吸引力。

（4）对于政府而言，应进一步强化市场融资体系和融资平台建设，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红利和多

种智慧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保障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应

利用企业党组织这一沟通“桥梁”，充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痛点难点，结合本地区方

针政策积极及时地给予政策扶持和帮助，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落实政府服务职

能，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活力和热情。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鉴于党组织组织严密、有机统一的特性以及数据获取的困难，

本文尚未单独考察企业内部某一特定级别党组织建设（党委、党总支或党支部）的经济后果。

（2）即使已经采用了多种替代度量对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创新展开测度，但由于爬取和手工筛选

党组织活动数据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变量测度误差仍不可避免。（3）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强化内

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但并非全部渠道，其他影响

机制仍有待探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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